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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起咏歌俱实学

——略论王阳明“歌诗之教”的渊源及意义

潘芷茵

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书院 文学院

摘 要：王阳明的歌诗之教，是阳明平生政教实践中的一种极具创造性活动。它

上承言偃，近似邵雍、白沙，复归先秦古诗乐传统，实现了明代诗教、乐教的复

兴。其“九声四气歌法”内含气的调养与听觉的修炼，以精妙的艺术方式实现身

心联系、天人合一之道，成为儒家工夫论的一种形式。歌诗作为一种审美活动，

并非纯粹的对诗歌作品的静观，而是活泼泼的、基于现实生存活动的现实审美，

这一审美形态对今日儒家美学研究、阳明文艺观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
关键词：歌诗之教；九声四气歌法；儒家工夫论；儒家身体观；现实审美

翻检王阳明全集，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阳明性喜歌诗，其讲学、出

游、理政过程中，多会出现这种叫“歌诗”的活动。歌诗者，唱咏诗歌是也。这

种活动以诗歌（主要是《诗经》以及宋明理学家的诗作）为基础文本，由人通过

一定的方法（如阳明自创的“九声四气歌法”）唱咏出来，加以鼓、钟、磬等乐

器的伴奏。在给社学蒙师颁发的教学条规中，阳明曾这样阐发他的歌诗之教：

“古之教者，教以人伦。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，而先王之教亡。今教童子，

惟当以孝、弟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为专务。其栽培涵养之方，则宜诱之歌

诗以发其志意，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，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。今人往往以歌诗习

礼为不切时务，此皆末俗庸鄙之见，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！”
①

“凡歌诗，须要整容定气，清朗其声音，均审其节调，毋躁而急，毋荡而嚣，

毋馁而慑。久则精神宣畅，心气和平矣。每学量童生多寡，分为四班。每日轮一

班歌诗，其余皆就收敛容肃听。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，每朔望集各学会歌

于书院。”
②

阳明还将其歌诗之教运用到地方治理中，教化百姓，取得了移风易俗的神奇

效果：

① 王阳明：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 99-100
页。
② 王阳明：《教约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二，第 10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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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先生谓民风不善，由于教化未明。今幸盗贼稍平，民困渐息，一应移风易

俗之事，虽未能尽举，姑且就其浅近易行者，开导训诲。即行告谕，发南、赣所

属各县父老子弟，互相戒勉，兴立社学，延师教子，歌诗习礼。出入街衢，官长

至, 俱叉手拱立。先生或赞赏训诱之。久之，市民亦知冠服，朝夕歌声，达于委

巷，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。”
①

“当日坐拥皋比，讲习不辍，黔之闻风来学者，卉衣鴃舌之徒，雍雍济济，

周旋门庭。观其课诸生四条，并问答语录，俾尼山之铎施及罗施鬼国，弦诵流传，

以讫今日。黔之士肆，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，彬彬然盛矣！而且里巷歌声，蔼蔼

如越音。岁时伏腊，成走龙场致奠，亦有遥拜于其家者。”
②

这样的记载，让我们不禁发问：为何阳明如此看重歌诗这种活动？为何这歌

诗之教，有如此大的意义？

我们谈到儒者的日常活动，往往谈的是他们如何读书穷理，如何讲学明道，

如何经济民生，至多还有如何做静坐一类的修养工夫。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很熟

悉的。可“歌诗”却让我们产生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奇异感觉——说熟悉，是因

为我们知道，儒家素来有诗教、乐教的传统；说陌生，是因为我们对诗教、乐教

或许只是肤浅地知道它的存在而已，至于古人到底如何以歌诗教人，那活动到底

是怎样的一番景象，到底为何有那么大的魅力与意义，我们可能所知甚少。而王

阳明的歌诗活动，则无疑能为我们提供珍贵的研究样本，激发我们的遐想与思考。

一、“歌诗之教”的渊源：以言偃、邵雍、陈献章、虞山书院为

例

儒学史中，“歌诗之教”的传统，在孔子时代就已有体现，其最突出的代表

是孔门弟子言偃（字子游）。言偃在孔门名列文学科第一，在乐教方面颇有造诣，

还被许多学者视为儒家心性之学的肇端
③
。《论语》中对言子有这样的记载：

“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。夫子莞尔而笑，曰：‘割鸡焉用牛刀？’子游对

曰：‘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：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”’子曰：‘二

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戏之耳。’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朱子对此注解道：“时子游为武城宰，以礼乐为教，故邑人皆弦歌也。”“治

有大小，而其治之必用礼乐，则其为道一也。但众人多不能用，而子游独行之。

故夫子骤闻而深喜之。”
④
由此我们大概可以知道：言子在担任武城宰时，曾在武

城施行乐教，将弦歌用于理政。孔子虽调侃其“割鸡焉用牛刀”，即调侃其治理

① 钱德洪：《年谱一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三十三，第 1381页。
② 田雯：《黔书》下卷，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2 年，第 91 页。
③ 关于言偃与儒家乐教、心性之学的关系，可参阅何益鑫：《儒家心性之学的转出——论子游的思想创造

及其道统地位》，载《复旦学报》2020 年 04 期。
④ 朱熹：《论语集注》卷九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2 年，第 176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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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小地方还用上了乐教这样的方法，但实际上非常赞赏言子。联系其他历史记

载，我们还知道：言偃南归之后，还在常熟虞山倡导乐教，以致虞山这方土地一

直弦歌不辍。言子行乐教的事迹，无疑与阳明行歌诗之教的事迹非常相似
①
。我

们不妨说，阳明的歌诗之教，正是继承了言子的传统。而事实上，阳明歌诗之教

中的创造性成果“九声四气歌法”，也在虞山书院中深深扎下了根。束景南先生

曾作精彩考证，指出阳明歌诗之教在明代书院中多有传播，其“九声四气歌法”

在《虞山书院志》等文献中有所保留
②
。可见歌诗之教，在阳明的倡导下成为了

一种广为流布的公共教育，发展到了高峰
③
。

后来的宋明理学谱系中，也有一些儒者重视诗、乐这样的艺术形式。我们谈

到理学家的文艺观，往往想到的是“作文害道”“诗文小技”“词章之学”一类的

负面话语，似乎理学家就是全然排斥文艺的。而事实上，理学家的文艺批评，并

非是全然排斥文艺，而是对其有更高的期待，是期望它能承载大道、教化风俗、

收拾人心，而非沦落为卖弄词句、妨碍求道乃至败坏人心的事物。更何况，宋明

理学的谱系是庞大而复杂的，理学家们的为人为学各有千秋，各有其特色。有的

理学家（如程颐）对文艺多持负面的批评，而有的理学家（如邵雍、陈献章、王

阳明）则还对文艺进行了许多正面的弘扬。在宋明理学史中，实际上还存在着一

股力扬文艺、复归古诗古乐的潜流。因此，讨论阳明歌诗之教的渊源，远则可以

追溯至先秦时期的言子，近则还可联系宋明时期的邵雍、陈献章等相似人物，加

以参照。

在邵雍那里，“诗”，早已飞离了当世流行的诗歌创作，而直通向远古先民的

“风雅颂”“赋比兴”，荡着先秦《诗经》的回响。他曾写过许多关于诗的诗，力

赞诗教的大用，把诗提到了一个高得无以复加的地位：

“不有风雅颂，何由知功名；不有赋比兴，何由知废兴？观朝廷盛事，壮社

稷威灵。有汤武缔构，无幽厉欹倾。知得之艰难，肯失之骄矜。去巨蠹奸邪，进

不世贤能。择阴阳粹美，索天地精英。籍江山清润，揭日月光荣。收之为民极。

著之为国经。播之于金石，奏之于大庭。感之以人心，告之以神明。人神之胥悦，

此所谓和羹。既有虞舜歌，岂无臯陶赓。既有仲尼删，岂无季札听。必欲乐天下，

舍诗安足凭？得吾之绪余，自可致升平。”
④

类似地，在陈献章那里，也存在许多对“诗之大用”的讨论。陈献章与王阳

明同为明代心学宗师，陈门弟子湛若水更是阳明的至交好友，白沙心学与阳明心

学的渊源关系也多为学界所讨论。其实，白沙与阳明之学，在诗学方面也极其相

① 这里暂不区分诗教与乐教，因为它们“本是属于同一血缘系统的”（徐复观语）。况且王阳明的歌诗之教，

同时包含了诗与乐的因素，既可以说是一种诗教，又可以说是一种乐教。

③ 参见束景南：《阳明佚文辑考编年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。
④ 邵雍：《诗画吟》，《邵雍全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第 373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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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，我们可以拿陈献章讨论诗学的文本来与阳明诗学作互文式解读：

“夫诗，小用之则小，大用之则大。可以动天地，可以感鬼神；可以和上下，

可以格鸟兽；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；皇王帝霸之褒贬，雪月风花之品题，一而已

矣。小技云乎哉？”
①

“先儒君子类以小技目之，然非诗之病也。彼用之而小，此用之而大，存乎

人。天道不言，四时行，百物生，焉往而非诗之妙用？会而通之，一真自如。故

能枢机造化，开阖万象，不离乎人伦日用而见鸢飞鱼跃之机。若是者，可以辅相

皇极，可以左右六经，而教无穷。小技云乎哉？”
②

我们可以看到，“诗非小技”“诗有大用”，其实也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很重

要的诗学观念。而儒者到底才能实现诗的“大用”？或许，阳明的“歌诗之教”

就是一个很好的回答。

二、“歌诗之教”的具体原理：气的调养与听觉的修炼

歌诗，虽有乐教的意味，却并非以乐器为主，而是以人的身体乃至心灵为乐

器。正如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人“贵人声”传统的阐发： “中国古人称丝不如竹，

竹不如肉，丝竹乃器声，肉指人声。”
③
歌诗实乃人的一种身心修炼活动。而对于

人来说，歌诗活动主要涉及到两种感官——口与耳。人从口中歌出诗来，而又通

过耳朵，聆听自己或是他人的歌诗之声。这过程看似很简单，但若联系我们关于

儒家工夫论的知识，细究一下，会发现其中暗含玄机。

首先是口。口的咏唱，其实关系着气息调理的问题。一呼一吸之间，人吐纳

着气，而气——正是中国哲学最根本的概念，是宋明理学家的修养工夫中非常重

要的一个要素。气渗透在人身心状态的表现里，气息运用得当，人便可以达到平

和清明的状态，展现出良好的情绪、思维等等。在阳明的“九声四气歌法”中，

阳明还特别加入了自然四季这一模本，使人歌诗时的气息运转，如同春夏秋冬的

流转一般——依据阳明歌法，诗歌中每四句的气息分别模仿春夏秋冬的特点，而

在一句之中的不同文字上，又分有春夏秋冬，从而形成大小叠加的四季循环。歌

法的细则是这样写的：

“四气：曰春，曰夏，曰秋，曰冬。每四句分作春夏秋冬，而春夏秋冬中，

又自有春夏秋冬。……第一字口略开，声要融和；第二字口开，声要洪大；第三

字声返于喉，秋收也；第四字声归丹田，冬藏也。春而融合，夏而洪大者，达其

气而泄之，俾不阏也。秋而收之，冬而藏之，收天下春而藏之肺腑也。其不绝之

余声，复丹田而出之，以涤邪秽，以融渣滓，扩而清之也。春之声稍迟，夏之声

① 陈献章：《认真子诗集序》，《陈献章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 5 页。
② 陈献章：《夕惕斋诗集后序》，《陈献章集》，第 11-12 页。
③ 钱穆：《现代中国学术论衡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 276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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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迟，秋之声稍疾，冬之声又疾，变而通之，则四时之气备矣；阖而辟之，则《乾》

《坤》之理备矣。幽而鬼神屈伸而执其机，明而日月往来而通其运，大而元会运

世而统其全，此岂有所强而然哉？广大之怀，自得之趣，真有如大块噫气，而风

生于寥廓；洪钟逸响，而声出于自然者。融溢活泼，写出太和真机；吞吐卷舒，

妙成神明不测，故闻之者不觉心怡神醉，恍乎若登尧舜之堂，舞百兽而仪凤凰矣。”
①

由此我们可以理解，为何歌诗之教会在童蒙教育、百姓教化上收获功效——

因为歌诗活动中的这种气息调理过程，其实就是在调节人的身心状态，在给人做

修养工夫。我们还可以理解，为何阳明总能有所谓“天人合一”“与万物同体”

的感受——通过诗歌的节奏，人的身心节奏与天地宇宙合拍，春夏秋冬仿佛就长

在人身心上一般。对于“天人合一”“与万物同体”等命题，我们固然可以用哲

学本体论的角度去论证（如张载《正蒙》中的论证就是范例）。但当我们理解不

了这种高深复杂的论证时，也许我们还可以以别的方式去体会。如我们看阳明的

歌诗之教，我们会真切地体悟到“天人合一”“与万物同体”是何种境界，古人

的言语和精神状态，一下子被拉近了。我们由此可以看到，先天元气与后天呼吸

之气具有相似的运行规律、共振频率，歌诗者实际上是在“以人极合太极，以人

之呼吸合天道之流行”
②
。

因为对气息的调理运用，歌诗活动将身与心紧密相连，因为气息由口发出，

歌诗就成为了一种自内而出的、关乎内在生命的艺术，比鼓琴、舞蹈等艺术形式

更为重要。正如阳明弟子王龙溪的精彩论述：

“宋子命诸生歌诗，因请问古人歌诗之义。先生曰：‘古人养心之具无所不

备，琴瑟简编、歌咏舞蹈，皆所以养心。然琴瑟、简编、舞蹈皆知从外入，惟歌

咏是元气、元神欣合和畅，自内而出，乃养心第一义。舜命夔典乐教胄子，只是

诗言志、歌永言，四德中和，皆于歌声体究，荡涤消融，所以养其中和之德，而

基位育之本也。“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”，非哀则未尝不歌也。“子与人歌而善，

必使反之，而后和之”，“反”非再歌之谓，使反之性情以自考也。《礼记》所载

“如抗如坠，如槁木贯珠”，即古歌法，后世不知所养，故歌法不传。至阳明先

师始发其秘，以春夏秋冬、生长收藏四义开发收闭，为按歌之节，传诸海内，学

者始知古人命歌之义。先师尝云：‘学者悟得此意，直歌到尧舜羲皇，只此便是

学脉，无待于外求也。’”
③

正如《诗大序》中那句古老的名言——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

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”。

① 张鼐等撰：《歌仪》，《虞山书院志》卷四，明万历刻本，第 20-23 页。

③ 王幾：《华阳明伦堂会语》，《王幾集》卷七，第 16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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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会发现，“言”、“嗟叹”、“咏歌”这样的与“口”有关的活动，先于“手舞

足蹈”的活动，比它们具有更本源性的地位。而反观阳明歌诗之教中那讨论口与

气、身与心的原理，也许会帮助我们理解古代艺术中潜在的这种序列等级。

再则是耳。许多学者指出，中国哲学重视听觉，而非只如古希腊传统的“视

觉中心主义”一般。这典型体现在对“圣”的理解上——《说文解字》记载：“圣，

通也，从耳。”《白虎通德论》写道：“圣者，通也，道也，声也。道无所不通，

明无所不照，闻声知情，与天地合德，日月合明，四时合序，鬼神合吉。”我们

由此可以知道，“‘圣’指既能倾听天、道，又能将天、道以‘口’传达给他人者”，

“以‘耳’‘口’通帝、天、道、物”，是中国思想中的一个鲜明传统
①
。的确，

“圣人与声音、听觉有关，此事颇堪玩味”，圣人的养成如果与人的身心修炼有

关，那么是否可以说，阳明的歌诗之教，也正体现了这种以言说、听觉的修炼来

学圣的努力呢？
②
在歌诗活动中，人聆听着自己或他人的歌诗之声，而这歌诗之

声中，正蕴含着天地万物的信息。我们比较一下视觉和听觉，还会感到，听觉比

视觉更宜于感知“天人合一”的状态——因为视觉总是太分明了，天就是天，地

就是地，我就是我，物就是物，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、界限分明。可是听觉会带

来一种混沌感，让人捉摸不定。当我们闭上眼睛，聆听山海之声，或是钟鼓之声，

或是人之合唱声时，我们会确实会有一种与周围事物浑融一体的感受。

我们再想想那歌咏的内容吧——如《虞山书院志》所记载的，九声四气歌法

所应用的一个经典文本，就是阳明的《咏良知》诗：

“个个人心有仲尼，自将闻见苦遮迷。

而今指与真头面，只是良知更莫疑。”

以九声四气歌法歌咏此诗，无疑比单纯地看此诗，或是平平白白地念此诗，

更有一种奇异的感受，更有感召力。因为正如我们上面分析的，九声四气歌法以

天地四季的气息为模本，使人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，在此状态中，人声恰如天地

之声。天道仿佛是可以听见的，歌诗声中的教诲仿佛就是天地对我的教诲，良知

的召唤似乎就在耳畔。

况且，听诗聆乐，本身就是一种指向内心的活动，需要人自己用心地、细腻

地去辨别、体会，由此“和我们内心更深处有联系”。人通过聆听歌诗之声，可

以体会自己丰富的思想感情，可以观照内心，甚至是发现“未发之中”一类玄妙

的心理状态
③
。

① 贡华南：《味觉思想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8年，第 19 页。
② 关于儒家听觉修炼的问题，可参阅杨儒宾：《儒家身体观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 年，第 210-215
页。
③ 杜维明先生就曾感叹：“礼乐教化，礼当然没有问题，而乐就有问题。从比较学的角度来看，希腊突出

视觉，希伯来突出听觉，两个非常不同的文化体系，中国又突出视觉又突出听觉。但是听的问题，乐，为

什么有很多情必须通过听来体会……耳字太重要了，尤其现在材料越来越多以后，从《五行》开始，我就

有一种感觉，视觉当然很重要，但是有些听觉和我们内心更深处有联系……”参见梁涛、韩星编：《中国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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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复观先生曾说到，中国古代艺术与人格修养的关系，可概括为“工夫的乐

论”。而我们理解的阳明的歌诗之教，其实也正是在理解一种“工夫的乐论”“工

夫的诗论”。对歌诗之教的理解，要从儒家工夫论的层面入手，方可知其中三昧。

知晓古人修炼工夫中对“气”“听觉”等问题的阐发，才能让我们理解歌诗之教

为何能有调理身心、启发童蒙、改善民风的显著效果，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古书中

对歌诗活动的描述与赞扬：“……歌者陶情适性，闻者心旷神怡，一道同风，沦

肌浃髓，此调夑之妙用，政教之根本，心学之枢要，而声歌之极致也。”
①

三、“歌诗之教”的定位问题

当我们讨论王阳明的诗学，我们往往会把它等同于讨论王阳明的诗歌艺术成

就，把它放在一般文学研究、艺术学研究的框架下，讨论它如何展现了阳明的文

艺才能、阳明的诗歌作品如何精妙美丽或沦为道德说教云云。这样的思维看似非

常合理，实则存在很大的问题。阳明的“歌诗之教”，也正向我们警示着这一误区。

我更愿意将“歌诗之教”定位为一个美学研究的对象，而非文学、艺术学

的，因为它彰显了一种比狭隘的“诗歌作品”“静观欣赏”更重要的审美形态—

—人的现实活动，特别是有耳、目、口等多重感官动态参与的活动，比对艺术作

品的静观更具有本源地位，更与我们对人生存状态、价值理想的认知息息相关。

它不是纯粹的艺术形式性的“艺术审美”，而是更具有生活根基的“现实审美”
②
。

阳明的歌诗之教，不是简单的写诗作诗，它展现的是一种活泼泼的生命活动状态，

是活的艺术，并且也真切地滋养了普通百姓们的身心状态，令即便是不知何为儒

家义理、儒家美学的少年童子、贩夫走卒、愚夫愚妇，都在歌诗之中分享了真善

美的升华性感受，感受到一种人之为人的境界。

况且，当我们讨论阳明时，总要突出他作为大儒的特殊性，总要突出他对圣

人之学的追求。倘若只讲阳明把诗歌作品写得多么精妙美丽，运用了何种诗歌技

巧，在文学史上能争得怎样的排行地位，那阳明和一般的文人诗家，又有何区别？

阳明自幼能诗善文，其诗作多为当世文人诗家赞赏，但后来的阳明为何会批判它

为“虚文”，为“诗文小技”？因为那种狭隘的文学艺术，往往会沦为毫无意义

的技巧游戏，与自家身心性命无涉，更于天下百姓无所助益，它脱离了现实审美

的深厚根基，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

想史前沿》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211-212 页。
① 张鼐等撰：《歌仪》，《虞山书院志》卷四，第 20页。
② “美学不是艺术学”“现实审美有别于艺术审美”等命题，是尤西林老师的学术创造。如尤西林老师这

样的写道：“审美形态固然集中体现于艺术，但只有将由艺术中所抽象提取出来的纯粹审美形态与更为广泛

的现实生活中所溶化的审美形态沟通一体，审美形态才可获得视觉、听觉、行为动作等更为广泛坚实的基

础支持。”（尤西林：《有别于美学思想的审美史——兼与许明商榷》，载《文艺研究》1994年 05 期）“与派

生而显赫流行的艺术审美相比，这种依附于生活行为的现实审美，才是最重要的。”（尤西林：《心体与时间

——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第 268 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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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其实可以看到，阳明一生始终喜好诗歌，只是那早年对诗文词章的刻意

追求，转变为了对“歌诗之教”的重视。他不再拘泥于诗歌的声律、范本、技巧，

不再刻意作诗写诗，而是让关于诗的审美活动，自然地发生在现实生活中，成为

一种“日用常行之道”，乃至运用到政教实践中，成为儒者教化百姓、收拾人心

的法宝。所谓“词章之学”与“圣人之学”、“身心之学”之间的紧张关系，也许

并不是绝对的，诗文词章，也可以通过“歌诗之教”这样的形态，成为“圣人之

学”“身心之学”中的重要部分。正如陈献章所说的，“诗非小技，诗有大用”—

—阳明的歌诗实践所告诉我们的，正是那蕴含“大用”而非只是“小技”的诗学。

阳明《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》一诗中有云：“闲来聊与二三子，单夹初成行

暮春。改课讲题非我事，研几悟道是何人？阶前细草雨还碧，檐下小桃晴更新。

坐起咏歌俱实学，毫厘须遣认教真。”当我们回看阳明的生活，我们会赞叹其诗

意境界的流荡，更会有感于其歌诗之教的深刻启示。“坐起咏歌俱实学”，这样的

生命状态，或者说这样的学术观念、文艺观念、教育观念，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

了。一歌一咏，皆载大道，一唱一叹，俱是实学。这样的“儒家工夫论与精神生

活”，曾真真切切地存在过，也正滋养着我们这些后世读者的身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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